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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法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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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铁作为中国新型交通基础设施， 其高效便捷的运输方式对于提升城市经济关联、 促进

绿色创新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９ 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 借助 ＳＢＭ－ＤＥＡ 模型对城市绿色创新

指数进行了测度， 并利用多期 ＤＩＤ 模型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研究结

果显示， 高铁开通能促进城市绿色创新， 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 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从作用机制

看， 高铁开通作用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进而促进城市绿色创新。 异质性分析方面， 高铁开通促进了长三角

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以及中心城市的绿色创新， 而对京津冀城市群和非中心城市的影响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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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城市作为我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的重要载体， 对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１］。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以来， 虽然我国实现了工

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推进， 但与此同时， 城市陷

入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博弈困境， 这阻碍了

我国城市由数量型向质量型增长转变的实现［２］。 因

此， 如何在资源和环境约束下实现经济增长成为

了当前城市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作为将环境保

护与经济增长有机整合的绿色创新战略， 无疑是

解决城市发展困境的一剂良方。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 中强调应当加快推动绿色低碳

发展， 支持绿色技术创新。 因此， 推动绿色创新

对于我国现阶段实现经济绿色转型以及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当前， 诸多学者就如何推

动绿色创新展开了有益探索。 综合来看， 已有文

献主要从资源禀赋、 经济发展、 产业与市场、 环

境制度、 外资利用等维度研究了如何提升绿色创

新［２，３］， 但该类文献较少关注交通基础设施对城

市绿色创新的影响， 尤其忽视了高铁的作用。 高

铁开通会加速创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 尤其会促

进人力资源在更广范围的再分配［４，５］， 增加高铁

开通城市创新发展所需的要素储备［６，７］。 此外，
高铁因具有运输高效和低污染等特征， 一定程度

上能缓解地区环境治理压力［８］， 因而可能会对城

市绿色创新具有重要影响。
目前， 只有少数学者关注了高铁开通与城市

绿色创新的关系， Ｈｕａｎｇ 和 Ｗａｎｇ （２０２０） ［９］ 探究

了高铁开通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绿色创新效率的

影响机制， 但仅关注了高铁开通所导致的创新要

素流动， 而忽视了创新要素流动背后所蕴含的更

深层次因素。 事实上， 只有当地区产业发展强劲，
对人才和资本等创新要素才具有吸引力， 从而引

发创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１０］， 因而有必要从产业

发展层面考察高铁开通的作用力。 此外， 李涛和

刘国燕 （２０２１） ［１１］ 进行了类似研究， 虽然其考察

了高铁开通背景下的研发要素流动对省域绿色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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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效率的经济效应， 但却忽视了城市等级和地区

异质性的潜在作用。 城市等级和地区发展差异会

影响城市开通高铁的机会， 进而作用于高铁网络

规划和布局［１２］， 从而可能影响高铁开通效果。 因

而， 需要将城市等级和地区发展差异纳入高铁开

通效应的评估体系。
综上所述， 虽然已有文献针对高铁开通与城

市绿色创新关系进行了一定探究， 但依然存在不

足： （１） 已有文献并未充分重视高铁对绿色创新

的重要影响， 关于高铁开通与绿色创新关系的实

证研究较为缺乏； （２） 少数研究虽然考察了高铁

开通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 但并未关注到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对二者关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３）
已有学者大多从局部区域或者省域层面探讨高铁

开通与绿色创新的关系， 鲜有从全国城市层面的

实证研究。
鉴于此，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 （１） 基

于中国城市数据， 从绿色创新视角探索高铁开通

效应， 是对已有研究的有益拓展和补充； （２） 从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视角探究了高铁开通影响城市

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 有助于厘清二者关系的作

用过程； （３） 从城市等级和城市群异质性考察我

国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异质性影响， 益于

更加细致的理解高铁开通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１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１􀆰 １　 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

绿色创新是指将技术创新和环境保护双重利

益结合起来， 在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的同时增加经

济收益的新型创新活动［１３，１４］。 绿色创新需要绿色

知识和技术等创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以实现广泛

参与。 “时空压缩” 效应下高铁开通会增强城际

可达性， 为创新要素流动提供更为多元的渠道，
要素流动效率得以提升， 客观上能优化城市绿色

创新所需要素间的匹配质量， 不仅有利于创新要

素深度参与绿色创新过程， 还可能由此产生绿色

知识和技术溢出［１５，１６］。 高铁开通背景下的创新要

素跨区域流动加快了绿色知识和技术的扩散和传

播， 有益于企业间的信息沟通协作， 推动绿色工

艺创新［１７］， 在各地环境规制日益趋紧的客观背景

下， 为企业生产工艺的绿色化革新和升级提供可

能， 这一过程的实现则具有内部经济性和正外部

性的双重属性。 绿色工艺创新不仅减少了企业长

期生产成本， 还降低了城市环境遭受污染加重的

可能； 另外， 高铁开通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市场

和环境权益市场中交易行为的达成。 由于该类市

场中交易标的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往往需要交

易双方面对面进行协商和谈判才更可能达成交易。
高铁开通则能显著降低面对面协商和谈判实现的

难度， 加快了交易进度， 推动了绿色技术的交易

和流转， 为绿色技术流入企业的末端污染治理提

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有助于降低企业污染排放规

模， 最终缓解城市生态负荷。 由此可得到假设 １。
Ｈ１： 高铁开通能够促进城市绿色创新。

１􀆰 ２　 高铁开通、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创新

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壮

大被认为是优化经济结构、 提高城市发展效率的

重要途径［１０］。 较之于其他行业， 生产性服务业因

更加依赖人力资本、 知识和信息的流动， 对交通

可达性更为敏感。 已有研究表明， 高铁会诱导生

产性服务业从非高铁沿线城市向高铁沿线城市集

聚， 从而增强高铁沿线城市的区位优势［１０］。 区位

优势的强化则会提高高铁开通城市市场竞争激烈

程度， 出于成本考量， 市场主体尤其是大型制造

型企业通常会将生产部门从高铁网络中心城市迁

移到沿线外围城市， 而只将具备生产服务属性的

企业总部保留在中心城市， 因而总体上会增加生

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占比［１７］， 有助于提升城市经济

效率， 减少城市污染［１８］。 具体而言， 作为知识和

技术密集型行业，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产生知识

溢出效应， 客观上会加快产业内部和产业间的科

研合作， 有利于节能减排属性的绿色技术和工艺

的研发和创新［１９］， 为具有绿色需求意愿的企业提

供了重要选择， 有助于加快企业绿色化生产进程。
绿色技术和工艺的运用不仅会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提升产品竞争力， 而且还能实现产中环节的能源

节约； 另外， 高铁开通下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能够促进绿色技术研发部门污染控制技术的产生和

革新， 为制造业部门末端污染治理提供技术支撑，
有利于强化企业在产后环节的污染排放管理， 从而

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发展。 由此可得到假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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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２： 高铁通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进而影

响城市绿色创新。
１􀆰 ３　 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异质性影响

结合新经济地理学可知， 中心城市往往具备

优越的区位条件， 拥有市场规模大和基础设施完

善等发展优势， 能够吸引更多创新要素的流入和

聚集， 从而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绿色创新发展环境。
较之而言， 非中心城市区位条件一般劣于中心城

市， 对创新要素的吸引力相对较弱， 不利于城市

绿色创新发展， 区位条件的差异会拉大中心与外

围城市间绿色创新发展差距。 在区域发展不均衡

的情形下， 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通常具有 “扩散”
和 “虹吸” 双重效应［１８］。 在扩散效应下， 距离中

心城市较近的外围城市往往能从中心城市获得更

多的发展福利， 而远离中心城市的其他外围城市

则受到的影响较弱［２０］。 与此同时， 还需要考虑到

虹吸效应的影响， 距离中心城市过近， 非中心城

市的发展则可能受到中心城市的负外部性影响， 表

现为非中心城市创新要素流向中心城市， 不利于

非中心城市的绿色创新发展。 在高铁作用的加持

下， 非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间原有的区位关系发

生了改变， 这会反过来影响高铁开通与城市绿色

创新的关系。 由此假设 ３ 被提出。
Ｈ３： 不同等级城市的高铁开通对绿色创新的

影响存在差异。

２　 实证研究设计

２􀆰 １　 模型设定

２􀆰 １􀆰 １　 城市绿色创新的评价

当前关于绿色创新的评价方法与思路大致可

分为两类： （１） 参数法， 通过 ＳＦＡ 随机前沿来测

度绿色创新效率， 以此表征绿色创新， 但实际中

投入和产出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固定比率关系， 因

此该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２） 非参数法， 以

Ｔｏｎｅ （２００１） ［２１］为主要代表的学者较早提出了非径

向、 非角度的 ＤＥＡ 模型（ＳＢＭ－ＤＥＡ）， 为后续绿

色创新评价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该模型可以

同时从投入和产出两个角度对无效率状况进行测

量， 并且其测量效率不存在弱有效问题。 因此结

合已有研究， 本文选择包含非期望产出的 ＳＢＭ－

ＤＥＡ 模型来测度城市绿色创新， 并借助 ＤＥＡ ＭＡＸ

软件实现该过程。 具体数理计算过程如模型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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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１） 中 ρ 代表效率值， ０≤ρ≤１， 如果

其值等于 １， 则说明被评价单元是强有效的。 λ
表示 ＤＭＵ 线性组合系数， 由于在实际生产中， 许

多生产单位并不会处于最优规模状态， 所以该研

究对城市绿色创新的测度基于可变规模报酬， 即

λ 的和为 １。 ｓ 表示松弛变量， ｓ－、 ｓ＋分别表示投

入可以减少值和期望产出可以减少值， ｓｂ－表示存

在非期望产出过多的现象。
２􀆰 １􀆰 ２　 多期 ＤＩＤ 模型

由于各地市开通高铁的时间存在较大差异，
并不一致， 因而使用普遍意义上的 ＤＩＤ 方法无法

对高铁开通的政策效应进行精准评估。 而多期

ＤＩＤ 则能够很好的避免政策执行时间不一致的问

题， 从而能很好地估计出 “政策处理效应”。 基

于此， 采取多期 ＤＩＤ 方法， 以便更加精准地估计

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 相应的回归方

程如模型 （２） 所示：

Ｇｉｎｎｏｉｔ ＝α＋β１ａｆｔｅｒｉｔ×ＨＳＲｄｕｍｉｔ＋∑
ｊ
βｊ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μｉ＋

γｔ＋εｉｔ （２）
模型 （２） 中 Ｇｉｎｎｏｉｔ表示 ｉ 城市在 ｔ 年份的城

市绿色创新评价水平。 ＨＳＲｄｕｍｉｔ表示城市是否开

通高铁的虚拟变量。 ａｆｔｅｒｉｔ为政策分组虚拟变量，
在高铁开通前取 ０， 否则取 １。 由于不同城市开通

高铁的年份并不一致， 因此并未将 ａｆｔｅｒｉｔ和 ＨＳＲ⁃
ｄｕｍｉｔ作为解释变量加入模型 （２） 中， 否则可能

会引发共线性问题， 从而产生估计偏误。 为简便

起见， 实证回归结果中使用 ＤＩＤ 表示 ａｆｔｅｒｉｔ×ＨＳＲ⁃
ｄｕｍｉｔ。
２􀆰 ２　 变量选取

２􀆰 ２􀆰 １　 被解释变量

通常包含非期望产出的 ＳＢＭ－ＤＥＡ 模型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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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６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 ３４４）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２

􀪇􀪇􀪇􀪇􀪇􀪇􀪇􀪇􀪇􀪇􀪇􀪇􀪇􀪇􀪇􀪇􀪇􀪇􀪇􀪇􀪇􀪇􀪇􀪇􀪇􀪇􀪇􀪇􀪇􀪇􀪇􀪇􀪇􀪇􀪇􀪇􀪇􀪇􀪇􀪇􀪇􀪇􀪇􀪇􀪇􀪇
绿色创新时， 需考虑多类型投入和产出因素。 借鉴

王巧等 （２０２０） ［２２］的做法， 本文从投入和产出两部

分来综合评价城市绿色创新， 具体指标选取为：
（１） 人力资本投入。 结合现有文献， 并考虑

数据可得性， 本文以从事科技活动和环境水利勘探

的从业人数总规模来衡量人力资本投入水平［２２］。
（２） 物质资本投入。 由于地级市工业污染治

理投资总额数据难以完整获取， 因此本文利用地

级市固定资本存量来衡量物质资本投入水平。 结

合张军等 （２００４） ［２３］所提出的 “永续盘存法” 对

各地级市固定资本存量进行测算， 并以 ２００４ 年为

基期进行平减处理， 最终得到各地级市固定资本

存量实际值。
（３） 能源投入。 针对能源投入， 已有研究多

采用水资源消耗量、 石油消耗量、 全市用电总额

来衡量［２２］。 为了更为准确的衡量能源投入水平，
本文利用熵值法将这 ３ 个指标合成为能源投入综

合指标， 以此表征城市能源投入。
（４） 期望产出。 为了使期望产出体现创新和

绿色的属性， 将其分别设置为创新产出和环境产

出。 对于创新产出， 借鉴已有文献做法， 用专利

授权量来表征［２２］。 在环境产出方面， 基于韩晶等

（２０１２） ［２］的研究， 使用市辖区绿化覆盖率来表征。
（５） 非期望产出。 结合已有研究的做法［２４］，

将环境污染变量作为衡量非期望产出的总体指标，
分别选取工业废水、 二氧化硫（ＳＯ２）以及工业固

体废弃物（ＣＯＤ）作为非期望产出的具体环境污染

指标， 并通过熵值法将 ３ 个指标合成为环境污染

综合指标， 以此来衡量非期望产出。
２􀆰 ２􀆰 ２　 核心解释变量

现有文献主要通过设置虚拟变量的方式来衡

量城市开通高铁的状态。 借鉴已有研究， 以地级

市是否开通高铁作为核心被解释变量①， 地级市

已开通高铁取值为 “１”， 否则取值为 “０” ［９］。
２􀆰 ２􀆰 ３　 中介变量

综合国家统计局 《生产性服务业分类（２０１９）》
的划分规则以及马红梅和郝美竹 （２０２０） ［１０］ 的做

法， 用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 计

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金融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五大行业代表

生产性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Ａｇｇ）的

具体计算过程如式 （３） 所示：

Ａｇｇｉｔ ＝
ＰＳｉｔ

Ｘ ｉｔ

æ

è
ç

ö

ø
÷

ＰＳｔ

Ｘ ｔ

æ

è
ç

ö

ø
÷ （３）

其中 ＰＳｉｔ和 Ｘｉｔ分别表示 ｉ 城市第 ｔ 年的生产性

服务业就业人数和全部就业人数， ＰＳ 和 Ｘ 则分别

表示全部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和全部就业人

数， Ａｇｇ 值越大代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越高。
２􀆰 ２􀆰 ４　 控制变量

城市经济开放程度（ｐｅｒｆｄｉ）。 外商直接投资作

为衡量区域开放度的重要指标， 城市开放程度越

高， 越有利于绿色创新的资本积累， 因此也会对

绿色创新产生重要影响［２２］。 出于严谨， 本文选取

各地级市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作为城市经济开

放程度的代理变量。 根据当期人民币对美元实际

汇率将其核算为人民币单位， 并以 ２００４ 年为基期

进行平减处理。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ｒｏａｄ）。 由于

城市公路建设水平直接反映了当地交通基础设施

状况， 交通基础设施条件越好的城市， 要素和资

源聚集能力往往越强， 越有利于城市创新发展［４］。
因此将公路建设水平也纳入到控制变量指标体系

中， 具体以各地级市公路开通里程数来衡量。 科

技发展水平（ｐａｔｅ）。 由于科技水平会直接影响城

市绿色创新， 已有研究大多采用城市专利授权数

量来反映科技水平［２］。 因相较于实用新型专利和

外观设计专利， 发明专利科技含量更高， 更能代

表城市科技产出水平， 因此选取考察期内各地级

市的发明专利授权数量作为衡量该城市科技发展

水平的指标。 政府干预程度（ ｓｃｉｐａｙ）。 政府对教

育和科技事业的投入力度越大， 当地的创新环境

通常会更加优质， 进而有利于城市绿色创新［１］。
因此， 以城市教育事业支出规模和科技事业支出

规模之和衡量政府干预程度。 为了避免异方差的

影响， 本文对所有控制变量做对数化处理。
２􀆰 ３　 数据来源与说明

该研究的数据来源主要有 ＥＰＳ 数据库、 中国

铁路集团官方网站、 《中国铁道年鉴》、 《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 国家专利局等相关文本信息资料。
由于我国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高铁开通年份为 ２００８
年， 为了观测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在高铁开通前后

的变化情况， 因此选取以 ２００４ 年为起点， 并剔除

考察期内数据缺失严重、 发生重大行政区划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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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６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 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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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撤地设市的城市， 如巢湖、 铜仁、 毕节、 拉

萨等， 最终形成了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９ 年中国 ２４６ 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 主要变量的数据描述性

统计情况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城市绿色创新（Ｇｉｎｎｏ） ０􀆰 ４６０９ ０􀆰 ２８７６ ０􀆰 ０１３０ １

解释变量
高铁开通（ＨＳＲｄｕｍ） ０􀆰 ２４５４ ０􀆰 ４３０４ ０ １

高铁站（ＨＳＲｎｕｍ） ０􀆰 ７２８０ １􀆰 ７１１３ ０ １７

控制变量

科技教育支出（ ｓｃｉｐａｙ） ０􀆰 ２０８３ ０􀆰 ０５２４ ０􀆰 ０２３２ ０􀆰 ５０１２

人均 ＦＤＩ（ｐｅｒｆｄｉ） ５􀆰 ７９５４ １􀆰 ６３７７ ０􀆰 ４１５８ ９􀆰 ０２２３

发明专利授权量（ｐａｔｅ） ４􀆰 １４４６ １􀆰 ９３８９ ０􀆰 ６９３１ ９􀆰 ９３４１

公路里程数（ ｒｏａｄ） ８􀆰 ８６８０ ０􀆰 ８８６０ ６􀆰 ４０５２ １２􀆰 ０１６４

３　 实证结果与分析

３􀆰 １　 平行趋势检验

在报告 ＤＩＤ 的回归结果之前， 需要检验高铁

开通城市与未开通城市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图 １ 展示了模型 （２） 中的 ｐｒｅ４ｉｔ到 ｐｏｓｔ４ｉｔ回归系数

的估计结果②。 从图 ２ 可以看出， 高铁开通提前

年份对城市绿色创新影响的均值都不显著异于 ０，
而高铁开通滞后年份对城市绿色创新影响的均值

均显著不为 ０， 因此平行趋势得到满足。

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

３􀆰 ２　 基准回归结果

研究中采用 Ｓｔａｔａ１４ 软件对模型 （３） 进行了

回归估计， 表 ２ 给出了高铁开通影响城市绿色创

新的基准回归结果。 从表 ２ 中列 （１） 可知， 高

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具有显著影响， 系数为正

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 ２ 中列 （２） 的回归结

果显示， 在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回归系数依

然显著为正。 这共同说明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

新具有促进作用。 因此， 假设 １ 得证。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Ｇｉｎｎｏ

（２）
Ｇｉｎｎｏ

ＤＩＤ ０􀆰 １８９９∗∗∗

（１８􀆰 ３３）
０􀆰 １５２５∗∗∗

（１５􀆰 ３０）

ｐｅｒｆｄｉ
０􀆰 ００２２
（０􀆰 ６２）

ｒｏａｄ
－０􀆰 ００２３
（－０􀆰 ３６）

ｓｃｉｐａｙ
－０􀆰 ００８１
（－０􀆰 ５９）

ｐａｔｅ ０􀆰 ０９６７∗∗∗

（１７􀆰 ７８）

常数项
０􀆰 ３７３８∗∗∗

（３９􀆰 ２８）
０􀆰 １０７５
（１􀆰 ６０）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９３６ ３９３６

Ｒ２ ０􀆰 １６２３ ０􀆰 ２５８９

注： ∗、 ∗∗、 ∗∗∗分别表示在 １％、 ５％、 １０％水平下显著， 括号中为标准误值， 下同。

３􀆰 ３　 稳健性检验

３􀆰 ３􀆰 １　 替换解释变量

由于不同城市的高铁发展水平存在较为明显

的差异， 东部城市的高铁发展水平总体高于中、
西部城市， 如果仅从城市是否开通高铁来衡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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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６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 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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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可能存在估计偏误。 因

此为了进一步验证高铁开通效应， 考虑将解释变

量替换为各地级市开通高铁站数量， 利用多期

ＤＩＤ 模型重新检验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

响。 如表 ３ 所示， 列 （１） 为未加入控制变量时，

地级市高铁站数量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系数在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 列 （２） 中则加入了

控制变量， 此时回归系数依然为正， 且在 ５％的统

计水平上显著。 这说明高铁开通能促进城市绿色创

新， 即使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回归结果依然显著。

表 ３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ＨＳＲｎｕｍ∗ａｆｔｅｒ ０􀆰 ００８５∗ （１􀆰 ８９） ０􀆰 ００９０∗∗ （１􀆰 ９７）

ＤＩＤ ０􀆰 ０２４４∗ （１􀆰 ９４） ０􀆰 ０２４３∗ （１􀆰 ９２）

ｐｅｒｆｄｉ －０􀆰 ０２３８ （－０􀆰 ４５） －０􀆰 ００１５ （－０􀆰 ０３）

ｒｏａｄ －０􀆰 ００１３ （－０􀆰 ２６） －０􀆰 ００１７ （－０􀆰 ３４）

ｓｃｉｐａｙ －０􀆰 ０００１ （－０􀆰 ２１） ０􀆰 ０００１ （０􀆰 ３９）

ｐａｔｅ －０􀆰 ００３６ （－０􀆰 ４３） －０􀆰 ００３４ （－０􀆰 ３９）

常数项 ０􀆰 ４５６６∗∗∗ （３５􀆰 ９４） ０􀆰 ５０５１∗∗∗ （５􀆰 ８５） ０􀆰 ４５１１∗∗∗ （３３􀆰 ０９） ０􀆰 ４９８２∗∗∗ （５􀆰 ５５）

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９３６ ３９３６ ３９３６ ３９３６

Ｒ２ ０􀆰 ０４６０ ０􀆰 ０４６２ ０􀆰 ０４９６ ０􀆰 ０４９６

３􀆰 ３􀆰 ２　 ＰＳＭ－ＤＩＤ 检验

本文利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对基准回归结果进

行了稳健性检验。 具体的， 为了进行样本城市倾

向得分匹配处理， 本文所选取的可能影响开通高

铁的协变量主要包括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人口数

量、 城镇化水平。 进一步地， 在对处理组和对照

组进行最近邻倾向得分匹配后， 绘制了核密度函

数曲线， 如图 ３ 所示。 根据图 ２（ａ）可知， 在进行

最近邻匹配之前， 处理组分布较为松散， 而对照组

倾向于向左偏且分散， 两组样本的倾向得分值概率

密度分布存在明显差异， 如果不对两组样本加以匹

配， 直接进行比较可能会造成估计偏误。 如图 ２
（ｂ）所示， 在完成最近邻倾向得分匹配处理后， 保

留下来的两组样本概率密度分布明显趋于一致， 这

表明匹配后两组样本城市各方面特征已经非常接

近， 总体上看， 两组样本的匹配效果较好。
为了避免匹配后的处理组和对照组在相关协

变量方面出现显著系统性差异， 还对两组协变量

进行了平衡性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协变量的

标准误偏差绝对值均显著小于 １０％， 这意味着处理 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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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和对照组间此时已不存在显著系统性差异， 通

过了平衡性检验， 因此符合随机试验的要求， 有

效消除了因样本选择偏差而产生的内生性偏误③。
因此， 在样本满足随机试验要求的前提下，

本文利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对研究样本进行了再估

计， 具体回归结果报告于表 ３。 由表 ３ 中列 （３）
和列 （４） 可知， 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存在

显著的正向影响， 当加入控制变量时， 虽然核心

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略微下降， 但依然在 １０％的

统计水平上显著， 因此进一步验证了高铁开通能

够促进城市绿色创新。
３􀆰 ３􀆰 ３　 内生性处理

客观上， 高铁开通并非完全随机事件， 与城

市绿色创新发展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为了克

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模

型 （２） 进行估计。 具体的， 本文借鉴吉赟和杨

青的做法， 利用城市平均地理坡度构造工具变

量［５］。 地级市平均坡度越大， 越不利于高铁开通，
且平均地理坡度属于地理变量， 不会直接影响城

市绿色创新， 因此城市平均地理坡度满足工具变

量的选取标准。 于是， 本文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

法进行回归估计， 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 由列 （１）
可知， 城市平均地理坡度对高铁开通具有显著负

向影响， 列 （２） 中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

影响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此外， 本文排除了工具

变量不可识别和弱识别问题的干扰， 保证了估计

结果的有效性。 因此， 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的情形

下， 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依然存在。
３􀆰 ４　 中介机制检验

参考乔彬等 （２０１９） ［２５］ 在考察高铁影响制造

业升级过程中的识别策略， 本文在中介效应模型

中引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因素， 以此探讨高铁开

通影响城市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 由表 ５ 可知，
列 （１）、 （２） 中的解释变量为 ＤＩＤ， 在考虑控制

变量的条件下， 其对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回

归系数为 ０􀆰 ０５８２ 且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说

明高铁开通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由表 ５ 中

列 （４） 的回归结果可知， ＤＩＤ 的回归系数不再

显著， 而此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值（Ａｇｇ）的回归

系数为 ０􀆰 ０６３７ 且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由此说明

高铁开通推动了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进而促进城

表 ４　 内生性处理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第一阶段回归

ＤＩＤ

（２）
ＩＶ（２ＳＬＳ）
Ｇｉｎｎｏ

ＤＩＤ ０􀆰 １０１３∗

（１􀆰 ８９５７）

Ｇｅｏ
－０􀆰 ０６９４∗∗∗

（－１０􀆰 ４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０􀆰 ８５８７
（５􀆰 １６）

０􀆰 ６８７６∗∗∗

（８􀆰 １６５２）

Ｋ－Ｐ ｒｋ ＬＭ
７１􀆰 ８９

［０􀆰 ００００］
７１􀆰 ８９

［０􀆰 ００００］

Ｃ－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９５􀆰 ６９

｛１６􀆰 ３８｝
９５􀆰 ６９１
｛１６􀆰 ３８｝

Ａｄｊ􀆰 Ｒ２ － ０􀆰 ８４５３

Ｎ ３９３６ ３９３６

Ｆ 值 １０９􀆰 ４９００ ４０􀆰 ７７００

注： ［］内为对应统计量的 ｐ 值， ｛｝内为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弱识别检验在 １０％水平上的临界值。

市绿色创新。 由此可知， 假设 ２ 得证。
３􀆰 ５　 异质性分析

通常当高铁网络建设形成一定规模后， 高铁

开通效应才更易显现， 高铁网络密度越大， 越有

利于捕捉高铁开通效应［２６］。 由于中国东部地区高

铁网络规模总体上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 且东部

城市群的高铁网络平均密度较高， 因而具有较好

的样本代表性和研究价值。 基于此， 将粤港澳大

湾区、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作为代

表性样本。 此外， 城市等级也可能影响高铁开通

效应， 因此本文将样本城市分为中心城市和非中

心城市。 如表 ６ 所示， 从地理位置来看， 高铁开

通对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城市绿色创新均具有

显著正向影响， 影响系数分别为 ０􀆰 １５６８ 和 ０􀆰 ２０１８，
而对京津冀城市群地级市绿色创新则存在抑制作

用。 值得注意的是， 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

影响在长三角城市群表现最为明显， 可能的解释

是长三角城市群高铁网络密度大， 且区域一体化

水平已经较高， 高铁开通则进一步提升了地区城

市间的联结有效性， 使得区域创新要素的流动更

为便利和频繁， 因而会显著促进本地绿色创新效

率的提升。 然而， 京津冀城市群目前尚未实现协同

—８５—



第 ６ 期（总第 ３４４ 期）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工业技术经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Ｎｏ􀆰 ６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 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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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Ａｇｇ Ｇｉｎｎｏ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Ｄ ０􀆰 ０４７５∗∗ （２􀆰 ５５） ０􀆰 ０５８２∗∗∗ （３􀆰 １０） ０􀆰 ０２４３ （１􀆰 ５５） ０􀆰 ０１２４ （０􀆰 ８２）

Ａｇｇ ０􀆰 ０５７０∗∗∗ （２􀆰 ９２） ０􀆰 ０６３７∗∗∗ （３􀆰 ３５）

ｐｅｒｆｄｉ ０􀆰 ００３１ （０􀆰 ４８） －０􀆰 ００４８ （－０􀆰 ９４）

ｒｏａｄ －０􀆰 ００２３ （－０􀆰 １９） －０􀆰 ０１３３ （－１􀆰 ３７）

ｓｃｉｐａｙ －０􀆰 １００８∗∗∗ （－３􀆰 ９１） －０􀆰 ０３４３∗ （－１􀆰 ７０）

ｐａｔｅ －０􀆰 ０２６９∗∗∗ （－２􀆰 ８４） ０􀆰 １０６７∗∗∗ （１３􀆰 ８３）

常数项 ０􀆰 ６０８３∗∗∗ （３７􀆰 １７） ０􀆰 ４９３６∗∗∗ （３􀆰 ８１） ０􀆰 ４２２８∗∗∗ （２４􀆰 １７） ０􀆰 ２６１８∗∗ （２􀆰 ５５）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９３６ ３９３６ ３９３６ ３９３６

Ｒ２ ０􀆰 ０３９４ ０􀆰 ０４１２ ０􀆰 ０４６２ ０􀆰 ０３０８

发展， 存在少数城市发展绝对领先， 而多数城市

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格局。 城市发展差距悬殊在一

定程度上强化了高铁开通所形成的 “虹吸效应”，
从而导致高铁开通对地区整体绿色创新的作用微

弱， 甚至还出现了一定负面影响。 从城市等级来

看， 表 ６ 中列 （４） 的回归结果表明， 高铁开通

对中心城市绿色创新有正向影响， 系数为 ０􀆰 ０４４８
且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而对非中心城市绿色

创新无明显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列 （５） 的回归

结果中， 非中心城市的核心解释变量（ＤＩＤ）系数

不显著。 可能的解释是， 较之于中心城市， 非中

心城市的高铁发展水平相对偏低， 因而高铁开通

对非中心城市的影响强度相对有限， 从而导致高

铁开通对非中心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系数不显著。
因此， 假设 ３ 得证。

４　 结论与启示
绿色创新已经成为了我国城市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方向， 如何有效推进绿色创新成为了当

前城市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因此本文基于全国

２４６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运用多期 ＤＩＤ 方法，
实证分析了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和作

用机理。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高铁开通能促进城

市绿色创新， 该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

然成立； 作用机制方面， 高铁开通是通过推动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作用于城市绿色创新。 异质性影

响方面， 高铁开通促进了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绿

色创新发展， 尤其有利于提升长三角城市绿色创

新效率， 而对京津冀城市群地级市绿色创新效率

则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 此外， 高铁开通主要促

进了中心城市的绿色创新发展， 而对非中心城市

绿色创新的影响并不明显。
（１） 拥有高铁的城市应抓住机遇， 以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为新增长点与新动能， 依托高铁发展

进一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通过产业的集聚

与融合， 强化本地的知识溢出， 促进产业间的资

源共享， 提高产业层面的绿色创新水平， 最终促

进城市绿色创新； （２） 在高铁网络快速形成的背

景下， 因高铁开通存在异质性影响， 非中心城市

应当找准城市发展定位， 积极利用中心城市所带

来的扩散效应来抵消虹吸效应， 为中心城市做好

产业承接， 努力融入以中心城市为引领的区域一

体化发展格局； （３）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珠江三

角洲城市群应该借助高铁网络进一步提升本区域

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在强化自身绿色创新发展的

同时， 尽可能促进周边城市的绿色创新发展。 京

津冀城市群则应通过高铁网络优化城市群内部产

业分工， 实现资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 以此缩小

城市间的绿色创新发展差距， 进而实现地区协同

发展目标。
虽然本文较为深入的考察了高铁开通影响城

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但依然存在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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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异质性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粤港澳大湾区 长三角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 中心城市 非中心城市

ＤＩＤ ０􀆰 １５６８∗∗∗

（２􀆰 ７９）
０􀆰 ２０１８∗∗∗

（３􀆰 ２３）
－０􀆰 ０３９９
（－１􀆰 １３）

０􀆰 ０４４８∗∗∗

（２􀆰 ７４）
０􀆰 ０１４７
（０􀆰 ８９）

ｓｃｉｐａｙ
－０􀆰 ０８８１
（－１􀆰 ２５）

－０􀆰 １４３３∗

（－１􀆰 ７７）
０􀆰 １５２２∗∗

（２􀆰 ４５）
－０􀆰 ０４１２
（－１􀆰 ５０）

－０􀆰 ０２９８
（－１􀆰 １１）

ｐｅｒｆｄｉ
－０􀆰 １１６２∗∗∗

（－３􀆰 ４９）
０􀆰 １３５１∗∗∗

（４􀆰 ３８）
０􀆰 ０１４４
（０􀆰 ６０）

０􀆰 ０１５９∗∗

（２􀆰 ２４）
０􀆰 ０１１４∗

（１􀆰 ９５）

ｐａｔｅ
０􀆰 ０２５５
（０􀆰 ９６）

０􀆰 １２８５∗∗∗

（４􀆰 １５）
－０􀆰 ０５６８∗∗

（－２􀆰 ００）
０􀆰 １４９２∗∗∗

（１２􀆰 ６７）
０􀆰 １２１６∗∗∗

（１４􀆰 ４９）

ｒｏａｄ ０􀆰 ０４８８∗

（１􀆰 ８１）
－０􀆰 ０１５４
（－０􀆰 ３５）

０􀆰 ０７０２∗∗

（２􀆰 ５８）
－０􀆰 ０１２８
（－１􀆰 ３３）

０􀆰 ０１６４
（１􀆰 ４６）

常数项
１􀆰 ４５７９∗∗∗

（２􀆰 ８３）
－１􀆰 ６２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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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 高铁开通极大提高了城市间空间关联程度，
各城市均不是孤立的地理单位， 因此理论上， 高

铁不仅会影响开通城市的绿色创新， 而且还可能

作用于周边未开通高铁城市的发展， 即高铁开通

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可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该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
注释：
①按照 《铁路安全管理条例》 的规定， 本文所指高铁泛指运行速

度大于 ２００ｋｍ ／ ｈ 的铁路运输种类， 运行时速超过 ２００ｋｍ ／ ｈ 的动

车组列车线路也包含在内。 另外本文设定地级市高铁站包含停

靠高铁列车的普通车站。

②由于将高铁开通前一期（Ｐｒｅ１）作为基准， 因此图 ２ 中并未显示

Ｐｒｅ１ 的结果。

③由于篇幅有限， 该部分的平衡性检验结果并未在文中呈现， 留

存待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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